新证券法投保制度系列谈之行政和解
放宽适用条件 

进一步发挥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投保功效

投保基金公司法律部业务经理 曹乙木

证券领域的行政执法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综合性执法方式，在平衡行政资源与行政效率间关系、及时补偿投资者损失、尽快恢复证券市场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201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颁布《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简称《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正式确立。5年来，行政和解相关工作持续稳步推进，中国证监会《2019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中公布“2019年共收到行政和解申请9件，受理5件。与高盛亚洲、高华证券等九名申请人达成和解协议，申请人交纳和解金1.5亿元，行政和解第一案成功落地”。通过行政和解，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矛盾得到了有效化解，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效果。

但从当前证券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多发的现状来看，行政和解制度在适用的频次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如能一定程度放宽其适用条件，将有效激发制度动力，更好地发挥其积极功效。

有关证券行政执法和解适用条件的规定，域外主要存在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模式明确规定证券行政案件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证券监管机构才能与相对方进行和解，如德国法要求适用和解契约需“存在着有关事实状况或法律观点的不确定状态，这种不确定状态不能查明或非经重大支出不能查明，且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让步，可以取得一致的认识”；另一种模式则不明确规定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具体条件，而是授权证券监管机构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行使自由裁量，如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即认为“设定和解的标准既不切实际，也不令人满意”，英、美等国在立法上也持此态度。

作为试点阶段的制度规则，《实施办法》在行政和解的适用条件上要求案件事实或法律关系难以明确，并未考量执法成本方面的因素，还规定了在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明确，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况下不得适用行政和解的消极条件，实际上采用了比德国模式更严格的标准，从而起到限缩适用情形、稳步开展探索的作用。本次新《证券法》在总结证监会前期行政和解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法律层面正式对行政和解作出规定，在夯实其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大幅放宽了制度适用条件。根据新《证券法》第171条的规定，适用行政和解不要求“案件事实或法律关系尚难完全明确”，在适用期间方面的规定为“调查期间”，与《实施办法》中要求在正式立案之日起满三个月至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的规定亦有不同。

对于制度适用条件的规定，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对制度定位及价值取向的选择。从《实施办法》的限缩到新《证券法》的放宽，行政和解适用条件的变化旨在使其从“幕后”走向“台前”，由原本的行政执法辅助手段平稳过渡到证券纠纷多元化解方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其保护投资者权益、有效节约执法资源的作用。

为使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顺畅地由试点转向常态化，预计在适用条件方面，下一步对《实施办法》的修订将主要依据新《证券法》的有关精神，取消对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判断的积极和消极条件限定，更多地从节约执法资源、快速稳定市场预期、及时保护投资者权益等方面对制度适用进行评估。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并设立其他更符合制度目的的消极条件，从而对证券监管部门的裁量权予以适当限缩，如对于行政相对人明确否认其违法、因涉嫌其他证券违法行为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等情形，不适用行政和解。预期通过上述修改，行政和解将在未来迸发出全新的制度活力，与先行赔付等其他投资者保护制度一道，共同服务于资本证券市场，为切实增强投资者获得感而发挥其应有作用。

